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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

分，小说与戏曲具有“同源而异派”的密切关系，
两者交互影响，相辅相成，这大概已成为研究者的

共识①。但与此同时，研究者也清醒地意识到: 小
说是案头文学，侧重于用散语讲述情节，塑造人

物; 而戏曲则是场上艺术，重点在于展示曲辞、唱
腔、科介及舞台服饰之美。小说、戏曲的这种艺术
独立性，给其文体互动影响设置了一定的边界，亦

即存在所谓“结合的限度”②，因此，进行相关研
究之时，就必须充分考虑到“稗戏相异”问题③，
不宜作出泛化或夸大之论。此乃本文展开论述的
学术前提。
古代小说文本中的戏曲因子( 本文采用较为

宽泛的戏曲概念，包括杂剧、传奇、散曲、小唱、时
调等) ，主要存在于两个层面，其功能也有所

不同:

其一是小说素材层面。包含如下几种不同的
形成情况: 1. 若干小说在成书过程中，吸收了相
关戏曲作品的情节人物元素，诸如《三国志演义》
与宋元“三国戏”、《水浒传》与“水浒戏”、《西游
记》与“西游戏”、明代包公小说与“包公戏”、八仙
小说与“八仙戏”④等等; 2. 若干小说故事乃据戏
曲作品改编而成，譬如清代《双凤奇缘》、《桃花
扇》、《忠烈全传》等小说，分别改编自《和戎记》、
《桃花扇》、《空谷香》等戏曲作品，情节人物有所增
删; 3. 若干小说文本描述了戏曲活动，引录了曲辞

原文。宋元以降，戏曲表演深受雅俗社会欢迎，故
小说对戏曲的记录，实际上乃其“源于生活”的艺
术特性使然。譬如《金瓶梅词话》有大量描写戏曲
的文字，凡引及二十多套采自《宝剑记》、《香囊
记》、《金童玉女》等戏曲作品的清唱剧曲，以及散
曲百余支⑤，生动展现了西门庆声色犬马的市井生

活，也真实记录了晚明戏曲文化的繁荣景象。总体
而言，存在于小说素材层面的戏曲因子，数量庞大，

但其文学功能则较为单纯，即显示小说情节人物之

本事，或者扩增小说的社会文化含量。
其二是小说创作艺术层面。存在于这一层面

的戏曲因子，又可分为“显性”与“隐性”两类。所
谓“显性”戏曲因子，乃指具体文字虽仍是对戏曲
搬演活动或曲辞的描述记录，但其主要功能，却超

越了显示小说本事或扩增文化含量，而上升为小

说作者展开情节、塑造人物乃至表现主题的艺术
手段。所谓“隐性”戏曲因子，则指文字内容虽未
涉及具体的戏曲作品，但其包含的文学技巧或叙

事方式，却来自戏曲艺术。需要强调的是，与进入
素材层面不同，戏曲因子( 无论“显性”还是“隐
性”) 进入创作艺术层面，实际上体现了小说家文
学匠心的主观运用和有意探索，这自然更为值得

关注，也是本文论述之重点。
不妨先来讨论存在于小说创作艺术层面的

“显性”戏曲因子。
小说文本中的此类戏曲文字，虽是“笔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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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无声戏”，却别具价值。对于小说作者来
说，稗戏相济，灵活互动，无疑增加了一笔艺术创

作资源; 而对于小说读者来说，其最可玩味处，乃

在于可以同时观察剧中人物言行和小说人物活

动，揣摩小说家寄寓其中的微妙关系，这种关系，

有时是一种情节上的关联，有时是一种人物间的

映衬，有时则又是对主题基调的烘托渲染。
譬如《金瓶梅》小说第十八回，叙西门庆因迎

娶李瓶儿受阻，又受了潘金莲挑拨，斥骂吴月娘为

“不贤良的淫妇”，夫妻俩因此怄气冷战; 至第二
十回，西门庆为新娶的李瓶儿摆酒会亲:

四个唱的，琵琶筝弦，簇拥妇人，花枝招飐，绣带

飘飘，望上朝拜，慌的众人都下席来还礼不迭。却说
孟玉楼、潘金莲、李娇儿簇拥着月娘，都在大厅软壁

后听觑。听见唱“喜得功名完遂”，唱到“天之配合
一对儿，如莺似凤夫共妻”，直到“笑吟吟庆喜，高擎

着凤凰杯。象板银筝间玉笛，列杯盘水陆排佳会”，

直至“永团圆世世夫妻”，跟前金莲向月娘说道: “大
姐姐，你听唱的。小老婆今日不该唱这一套，他做

了一对‘鱼水团圆’、‘世世夫妻’，把姐姐放到那
里?”那月娘虽故好性儿，听了这两句，未免有几分

动意，恼在心中。

此处演唱的曲子摘自《彩楼记》，唱辞中“永团圆
世世夫妻”句，再加上潘金莲的谗言，触发了吴月
娘心中压抑已久的委屈和恼怒，回房后“甚是悒
怏不乐”，哥哥吴大舅前来安慰，她忍不住伤心痛
哭; 潘金莲则继续“唆调吴月娘与李瓶儿合气，对
着李瓶儿，又说月娘许多不是”，家庭矛盾渐有扩
大之势; 但至第二十一回，事情忽又峰回路转，夜

晚归家的西门庆，无意中听见吴月娘为他焚香祝

祷，颇为感动，夫妻重归于好，潘金莲闻知后立即

顺风转舵，邀约孟玉楼、李瓶儿凑钱摆酒庆贺，席
间四个家乐弹唱了一套《南石榴花》“佳期重会”:

西门庆听了便问: “谁叫他唱这一套词来?”玉

莦道:“是五娘分付唱来。”西门庆道: “你这小淫妇，

单管胡枝扯叶的。”金莲道: “谁教他唱他来! 没的
又来缠我。”

西门庆为何责怪潘金莲? 原来据《全明散曲》所
录曲辞，《南石榴花》吟唱的是男女私情之“佳期
重会”，看来潘金莲内心并不真的希望他俩和好，
所以故意点了这首不合时宜的曲子。在展开这场
家庭风波的过程中，戏曲唱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它不仅刺激了小说情节的演进，也把吴月娘

的宽和忍让、潘金莲的奸险阴暗展露无遗，真所谓
“琐碎中有无限烟波”( 明袁中道《游居柿录》)。
譬如《欢喜冤家》第十二回，叙守财奴汪监生

因贪恋女色，中了王乔兄妹设下的圈套，人财两

失。王乔先将漂亮的妹妹嫁给汪监生，取得其信
任后，他假意雇船陪汪氏外出收租，半途借故逃

离，而蒙在鼓中的汪监生“上岸闲行，步到曹王庙
前，只见台上演戏”，演的是《四大痴传奇》，小说
于此插入五段曲辞，乃剧中人物吝啬鬼卢员外与

妻子的对唱，卢员外唱辞有“一生钱癖在膏肓，阿
堵须教达卧床”，“从来财命两相当，既然入手宁
轻放”云云，简直就是汪监生的写照，汪氏因此
“看得大眼直”，然而等他回到家中，才发觉上当，
王氏兄妹已将其家金银财物席卷而去。此处，观
赏《四大痴传奇》，不仅仅是小说主人公的一次娱
乐活动，实亦可视为作者塑造人物的神来之笔，戏

里戏外，两个守财奴臭味相投，互为映衬，令人倍

觉生动谐谑。
再如清代小说《花月痕》，演绎韦痴珠、刘秋

痕与韩荷生、杜采秋两对有情人的悲欢故事。小
说末回题作《秋心院遗迹话故人，花月痕戏场醒
幻梦》，叙韦痴珠、刘秋痕亡逝多年，其爱情故事
逐渐被人淡忘，当年的情场“秋心院”也已成为
“遗迹”。这一夜，故人管士宽“得了一梦，梦见一
家园亭，皓月当空，人影灯光，清华无比，戏台上正

演夜戏”，搬演的内容正是韦、刘、韩、杜四人，相
约重阳赏菊，各有唱腔，对景伤情，收场诗云: “偶
然相见便勾留，身世茫茫万斛愁。同是飘零同是
客，青衫红袖两分头。”小说就在凄美哀艳的气氛
中结束。《花月痕》乃据作者魏秀仁在山西太原
的一段情史创作而成，结尾数回文字大约编撰于

同治四年( 1865 ) 前后，距离太原情史已有七、八
年时间，回首往事，物是人非，涌现在他心中的或

许仍有往日情人的音容笑貌，但更多的已是一种

人生的悲悯和体悟，所谓如梦如戏、如电如露者
也。因此，《花月痕》采用“戏场醒幻梦”的结局方
式，无疑与整部作品的主题及基调是十分契合的。
此外，小说人物在做梦，梦中在看戏，而戏中搬演

的恰又是小说主人公的故事，这种梦幻回环、相互
缠绕的文学意境，也带给小说独特的艺术美感。
当然，“显性”戏曲因子所具有的上述文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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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诸如关联情节、映衬人物或烘托主题，并非孤
立存在，还可实施不同程度的综合运用。清初文
人李渔就是个中高手，他是一位小说家，也是一位

出色的戏曲家，故能兼通两种文体优势，灵活调

动，为其所用。小说《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
终死节》，叙述了一个发生在乡村戏班内的爱情
故事，作品记录了戏班角色分工、演员培训、节目
排练、演出经营等事，传播了不少传统戏曲文化知
识; 与此同时，李渔又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命运，

与戏曲搬演紧密关联: 谭楚玉为接近刘藐姑，投身

戏班学戏; 两人在排演过程中，一生一旦，“那一
日不是他做丈夫，我做妻子”，感情日趋深密，终
至海誓山盟; 刘母却欲将女儿许配给某“富翁”，
藐姑宁死不从，遂借演出《荆钗记》“投江”一出之
时，跳江自尽，以示抗争。此“投江”情节，既是戏
曲《荆钗记》的高潮，也是小说故事的高潮; 不仅
如此，戏内戏外的相关人物间，也产生了强烈的映

衬效果: 刘藐姑与《荆钗记》中的“钱玉莲”，同病
相怜;“富翁”与《荆钗记》中的“孙汝权”，一丘之
貉，小说对此写道:

往常这出戏，不过是钱玉莲自诉其苦，不曾怨怅

别人。偏是他的做法不同，竟在那将要投江、未曾抱

石的时节，添出一段新文字来，夹在说白之中，指名

道姓，咒骂着孙汝权。恰好那位富翁，坐在台前看
戏，藐姑的身子正对着他，骂一句“欺心的贼子”，把

手指他一指; 咒一句“遭瘟的强盗”，把眼相他一相。

那富翁明晓得是教训自己，当不得他良心发动，也会

公道起来，不但不怒，还点头称赞说，他骂得有理。

此刻假戏真演，真假难分，刘藐姑早已模糊了戏文

与人生的界限，“触着他心上的苦楚，方才渐入佳
境，就不觉把精神命脉都透露出来，真是一字一

金，一字一泪，做到那伤心的去处，不但自己的眼

泪有如泉涌，连那看戏的一二千人，没有一个不痛

哭流涕。再做到抱石投江一出，分外觉得奇惨，不
但看戏之人堕泪，连天地日月，都替他伤感起

来”。艺术效果甚是惊人。跳江后的谭、刘两人，
幸被莫渔翁救起，后来谭楚玉高中进士，阖家团

圆，正在富贵腾达之时，却又突然决定辞官归隐，

而谭氏的顿悟出世，竟然也源自其对戏曲搬演的

体验:“当初做戏的时节，看见上台之际，十分闹
热，真是千人拭目，万户倾心。及至戏完之后，锣
鼓一歇，那些看戏的人，竟象要与他绝交一般，头

也不回，都散去了。可见天地之间，没有做不了的
戏文，没有看不了的闹热。”可以说，正是充分利
用了小说中的戏曲因子，将戏文故事与小说情节，

将戏剧“舞台”与人生“舞台”，进行了有效的勾连
呼应，本篇小说创作才取得了成功。《谭楚玉戏
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小说曾被李渔改编为
《比目鱼》传奇，而《比目鱼》传奇后来又被清代文
人改编为一部十六回的小说 ( 其中前七回题作

《戏中戏》，后九回题作《比目鱼》) ，其游移于不同
文体间的传播轨迹，再次显示了小说戏曲之间的

亲缘关系以及两者互动融合而产生的艺术魅力。
值得指出的是，上引小说文本中的《彩楼

记》、《南石榴花》、《四大痴传奇》、《荆钗记》等戏
曲内容，今天的小说读者或许不尽熟悉，但在相应

小说作品产生的时代，均为人们耳熟能详，故小说

家可以信手拈来，读者也能心领神会，并无相

“隔”之虞。换言之，古代小说家颇多运用戏曲因
子辅助小说创作，乃建立于戏曲文化普及盛行的

基础之上; 而诸如《琵琶记》、《西厢记》、《牡丹
亭》、《长生殿》、《桃花扇》等戏曲名著，因其流播
广远，具有的文学能量也越大，对于小说创作的辅

助效应自然也就越显著; 小说家甚至不必详作展

开，只需提及篇名、人名抑或一二句家喻户晓的曲
辞，便可以营造出一种文字背后的独特含义，戏曲

名著所具有的艺术影响力，仿佛瞬间就被部分加

持到了小说身上。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堪称是其中典范。小说叙
宝玉坐在桃花底下偷阅《会真记》，恰好被黛玉经
过发现，宝玉便向她推荐: “真真这是好书! 你要
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黛玉接书来看，果然“越
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

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
神，心内还默默记诵。”读完《西厢》的黛玉，回房
途中又听到不远处飘来断续的曲声，唱的正是

《牡丹亭·惊梦》中的名句:

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道

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

听，又听唱道是: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

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又侧耳时，只

听唱道:“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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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

怜”等句，亦发如痴如醉，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

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

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

无情”之句，再又词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

间”之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

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集在一处。仔细

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

短短一回文字之内，《西厢记》、《牡丹亭》两大戏
曲名著，次第登场，崔莺莺与张生、杜丽娘与柳梦
梅，这两对勇敢追寻爱情的戏曲人物，挟经典之

势，穿越时空阻隔，与小说中同样向往着爱情的林

黛玉、贾宝玉，重叠交融，浑成一体，释放出巨大的
艺术能量。“共读《西厢》”，不仅是《红楼梦》小
说的精彩段落，也早已成为中国文学描述男女爱

情的经典图景; 甚至可以说，诸如《西厢记》、《牡
丹亭》等戏曲名著，实际上已被提升为古代小说
的情爱书写符号。
再来讨论存在于小说创作艺术层面的“隐

性”戏曲因子。
如前所述，所谓“隐性”戏曲因子，乃着眼于

文学技巧及叙事方式而言。关于中国古代戏曲艺
术对小说文体的渗透影响，前人多有论及，不过，

诸如戏曲的程式化表演与小说的类型化描写、戏
曲的科诨艺术与小说的喜剧因素、戏曲的流水分
场结构与小说以顺叙为主的叙事特点等等，彼此

之间是否确实存在承继关系，似尚可斟酌。那么，
古代小说文体究竟从戏曲中吸纳了哪些创作艺术

资源? 这需要撇开双方共有的叙事文学特性、而
从戏曲的艺术特征中去寻找答案。
戏曲最大的艺术特征乃在一个“曲”字，即必

须运用演唱方式，来完成情节交待、场景描摹、人
物塑造以及主题表现等环节; 除少量宾白外，戏曲

人物之间的对话，也是通过对唱方式展开，凡此均

与小说文体迥然不同。然而，在若干小说文本中
却也出现了人物以演唱来代替说话或对话的情

况，即“以曲( 唱) 代言”，此现象多见于明代小说:
譬如《西游记》中孙悟空曾不厌其烦地向妖怪夸
耀自己大闹天宫的“光辉历史”以及金箍棒的神
威，这些话语多以“我儿子，你站稳着，仔细听之”
几句散说为引首，接下去则是长达数十句的韵文

唱辞; 其第九回中渔翁与樵子的多轮对话，亦以对

唱方式进行。譬如《韩湘子全传》第三回，韩湘子
与叔父韩愈就其是否学道发生争论，两人的对话

乃以特殊方式展开，即韩愈以散说发问，韩湘子则

分别演唱［小上楼］、［那咤令］、［鹊踏枝］三支曲
辞作答。至于《金瓶梅词话》中人物“以曲代言”
之处，更比比皆是，尤其在第八十九回之中，吴月

娘、孟玉楼哭祭西门庆，庞春梅、孟玉楼哭祭潘金
莲，均以唱曲代替诉说，前后共唱了六支曲子，占

据相当的篇幅。两相对照，小说人物之“以曲代
言”，显然就是接受了戏曲艺术影响的结果。事
实上，不仅诸如《金瓶梅词话》、《韩湘子全传》等
与说唱文学关系密切的小说有此情况，在文人独

立创作的小说中，也会出现“以曲代言”之例，譬
如西湖渔隐《喜欢冤家》第八回，叙香姐在家听见
门外有人卖水，就把他叫住: “问他缘故: ‘卖水的
老人家，你卖的是什么水?’那卖水的把眼一看，
歇下水担道: ‘小娘子，你不知道这水……’”，接
下去是一长段韵文唱辞，咏赞其所售梅花水的妙

处，可见明代小说史上确曾发生过模拟戏曲人物

演唱来编写小说人物语言的特殊现象。不过，由
于小说人物“以曲代言”与白话小说的散叙风格
存在严重冲突，它最终并未被古代小说作家普遍

接受和使用，这也印证了小说戏曲文体之间确实

存在“结合的限度”。而有意思的是，戏曲唱辞中
时常包含有对人物内心活动的吟咏，这与古代小

说创作艺术中较晚成熟起来的人物心理描写，似

乎也存在某种关联，值得加以研究。
戏曲的另一个艺术特征，乃其独特的空间设

计和空间观念。传统戏曲舞台是一个三面( 甚至
四面) 向观众开放的狭小空间，没有西方戏剧或

现代话剧所设置的大型舞美道具，也不采用分幕

演出的结构，全部焦点皆集中在戏曲演员身上，形

成了以人为中心而随意进行空间转换的舞台空间

观。譬如《白蛇传·水斗》一场，舞台空间依次在
金山寺院内、江上、寺院山门前、江面、岸上、水中
之间不停转换，但舞台道具基本没有变化，所有转

换均依靠许仙、法海、白娘子、小青等人物的上下
场、语言叙述和身段表演来完成。上述戏曲空间
观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空间随场上

演员而流动，二是叙述采用内在的限知视角，第二

点乃由第一点所决定。这对古代小说叙事艺术产
生了积极影响。古代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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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说话表演，故多采用“说书人”口吻的全知叙
事，这是一种外在于小说人物的叙事角度，空间和

时间的转换，不必依赖于小说人物，悉数掌握在充

当“叙述者”的小说家手中，他只需运用诸如“话
说”、“却说”、“按下……不表，单说……”、“不题
……且说”之类的提示语，就可以轻易地完成小
说叙述时空的切换。不过，全知叙事虽然带给作
者较大的自由度，也比较容易掌握，但它的缺陷也

十分明显，即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消解或削弱了
小说故事的复杂性和悬念感，有时令读者不胜其

烦，兴味索然。于是，随着古代小说艺术的发展，
小说家开始探索使用限知叙事方式，对比明万历

容与堂刻本《水浒传》与清初金圣叹改编《第五才
子书水浒传》，其关于武松遭遇孙二娘一事的描
述，前者采用全知叙事，后者则采用限知叙事，由

于金圣叹非常熟悉戏曲，论者推断其改写时采用

了新笔法，乃“借鉴了戏曲文学的某些叙事特
点”①，甚是。至清代小说《红楼梦》中，这种限知
叙事运用渐多且更趋娴熟，譬如第七十四回叙王

熙凤带领众人“抄检大观园”一节，小说空间伴随
王熙凤的脚步，从怡红院、潇湘馆、探春园内、稻香
村、惜春房中、迎春房中，次第流转，一如戏曲舞台
上之景随人移; 整段文字没有出现全知“叙述
者”，采用了双向限知的叙事方式，一方面以抄检
者( 王熙凤为主，另有“王善保家的”、“周瑞家的”
等) 的眼光，探查每一个空间中的人与物，期待找出

违禁之物; 另一方面又以被抄检者( 包括宝玉、袭
人、黛玉、探春、惜春等人) 的视角，打量着这群夜色
中的不速之客，希望解读出其来访的真实动机。由
于采用了双向限知，小说人物彼此都无法了解对方

的内心，也不能预知事态的发展，这使得小说情节

一直笼罩在紧张不安的气氛中，刺激吸引着读者不

停地往下阅读。透过“抄检大观园”，不难窥见小
说艺术接受戏曲艺术影响之痕迹及其因而在叙事

方式上所取得的进展。事实上，此故事片断几乎不
用任何改编，就可在戏曲舞台上搬演。
戏曲艺术还有一个特征，即存在显著的模式

化现象。以爱情题材为例，《西厢记》所确立的一
生一旦加一艳婢一小人的情节人物模式，以及有

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模式，几乎涵盖了此

类戏作的大半江山。而伴随着《西厢记》的频繁
搬演，流播日广，这种模式化效应被不断扩大和强

化，直致深入人心。古代小说家出于接受戏曲文
化影响与迎合市民口味的原因，遂也采用此类模

式编撰出了一系列爱情小说，从明代中篇文言传

奇小说到明清才子佳人小说，其数量相当可观。
不过，戏曲属于场上艺术，其魅力主要在于声腔曲

辞、身段服饰，而非故事情节; 但小说乃案头文学，
其魅力正在于情节的曲折新鲜以及人物的生动饱

满，因此，模式化对于小说艺术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远大于戏曲艺术。这一事实提醒研究者: 小说戏曲
文体之间的交互影响，并不总是带来积极之意义。
此外，戏曲( 主要是元杂剧) 的“楔子”结构，

曾为若干章回小说所直接移用，或者影响了古代

小说首回提领全书的文学设计; 诸如“关目”、
“折”、“收煞”等戏曲结构术语，也往往被引入古
代小说评点鉴赏理论②。凡此云云，都表明作为
一种和小说具有血缘关系的文体，戏曲艺术与小

说文体的交互影响，既存在一定的边界，但也具有

相对宽阔的空间。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在考察小说戏曲文体的

交互影响之际，研究者也应对相关文本的文体性

质作出辨析，譬如清代刊印过《蕉叶帕》、《章台
柳》、《霞笺记》等章回体小说，它们实际上乃由坊
肆将曲本改头换面，塞入章回体框架之内，情节文

字几乎没有变化; 更有甚者，明代还出现过以小说

戏曲文体拼装而成的文本，譬如寒斋所藏明万历

刻本《新锓京板评林韩湘子出身十二度升仙传》
五卷十四回，既有回目文字，首尾各有一段散叙，

也有“话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之
类的章回体习用套语，但中间部分却采用典型的

戏曲文体，有角色宾白，也有曲牌曲辞，显得颇为

不伦不类。在我看来，这些坊肆推出的粗率改装
本( 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改编本) 或者带有个人游

戏色彩的拼装本，并不适合作为研考小说戏曲文

体交互影响的证据性史料。

( 本栏责任编辑 管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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